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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写文章要忠于史实

1976年年底，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夕，
为慎重起见，《人民日报》将三篇悼念周总理的
文章呈送给邓颖超审阅。

1976年12月30日晚8时40分，邓颖超给
报社机要秘书室打去电话，时任《人民日报》总
编室机要秘书室工作人员的温宪当时正在值
班。邓颖超在电话中首先问道：“你是值班同
志吗？”她在得到了肯定答复后说：“我对送来
的悼念恩来同志的三篇稿子有点看法，向你谈
一下。”她请值班人员向总编辑转告对这三篇
稿子的意见，要求对稿子中某些不实之处加以
修正。对此，温宪当即做了认真详细的记录。

邓颖超在电话中娓娓而谈。她说：“在谈
看法之前，我先把一个认识谈一下，我们回忆
历史，一定要遵循主席要实事求是的教导，要
有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对于历史事实，
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不能
只要前半截，不要后半截，不能自己编造。不
能为了吸引人，就哗众取宠，弄得那么神秘似
的，什么神奇呀、传奇呀，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
态度。我们要悼念恩来同志，但不能从中捏
造。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不能胡说。”
略作停顿，邓颖超说：“这三篇稿子我一篇

一篇地说。第一篇是大寨大队党支部的，讲到
周总理三次去大寨，我没有细看。总理三次去

大寨，我只去了最后一次。我把我去的那一次
中有两个地方的出入用笔划了一下。其他那
两次我没去，我没有权利发表意见。”
“另有一篇文章，讲西安事变后，恩来和蒋

介石、张学良谈判时，说蒋介石抱头大哭，就根
本没有那么回事！当时恩来同志是共产党方
面的代表，还有张学良那一方面和蒋介石那一
方面，恩来同志是和两方面谈妥以后，见了蒋
介石一下，当时蒋介石根本没有抱头大哭！”
“另外就是关于李少石被特务打死的说

法。1945年主席到重庆去谈判。一天，突然
听到李少石被枪杀。当时以为是特务要谋杀
恩来。恩来同志知道后，指示要提高警惕，限
期查清。第二天查清李少石并不是特务暗杀
的。那一天，由于我们那个车要赶时间，有什
么急事，走得很急。前面有一群伤病兵，车在
超过的时候，碰了伤病兵，结果我们的车没停，
一直跑。伤病兵手里有枪呀，他们就开枪。碰
巧，那一天车上就坐着李少石一个人，子弹正
中要害，死了。后来那个司机一看闯祸了，就
跑了。以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那个司机。所
以这个事，开始我们以为是谋杀。后来一查不
是。我今天还又问了童小鹏，他也说不是那么
回事。原来有一个写恩来同志的单行册子也
那么讲，总理曾当面进行过批评。我的意见，
在这篇文章里，这事就不要提了。不说实话怎
么行？！”
“还有一处，就是关于长沙大火。1938年，那

时候国民党对日本采取的是焦土政策。长沙着
火时，正巧恩来从武汉撤到长沙。因为国民党当

时就是焦土抗战，不能说是国民党搞鬼谋害恩来
同志。那时全城都起火了嘛！不能夸大！其他
的时间、个别地点上的出入，我就不说了。”
“关于第三篇文章。长征那一段，因我没

有和恩来同志在一起，这一段我作不了证。但
乍一看就觉得文章里面也有不妥的地方。比
如‘周总理和毛主席、朱德同志经常在一起’，
‘总理’这个职务不妥嘛！总理是解放后当的，
当时是什么职务，就写什么职务。”
“新华社也有一个稿子。那个稿子也有出

入。比如，在红岩村时，说我和恩来同志经常
和战士们浇水、种菜、浇粪，不是事实么！只是
偶然一下子，怎么能说是经常做呢？不要渲
染，不要吹嘘，不要夸张。还有说恩来在重庆
和主席‘寸步不离’，怎么寸步不离呢？当时恩
来同志非常关心和保护主席的安全，这是事
实。但恩来同志要进城找民主党派谈话，主席
也要出去，说‘寸步不离’起码是不科学。”
“今年恩来同志去世后，我听说有单位将

一些文章朗读录音，放了，其实里面和事实有
很多不符，当时也没办法。新华社的稿子你们
也看一下，你们提法要一致，不能一个这样说，
一个那样说。”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刚刚

开始编辑《周恩来选集》时，邓颖超就对研究
人员说，你们选周恩来同志的文稿，“一定要
有确实依据证明它是恩来同志的东西时才能
用，不要根据分析或猜测。在没有证实之前，
宁舍勿选”。她还特意提醒他们，“希望你们
编文集要改变作风，不要搞突击，赶节日”“出

文集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要采取突击完成任
务的方法”“要踏实、要精细、要实事求是，要
唯物主义”。
邓颖超不仅对工作人员谆谆指导，而且处

处给编撰工作提供帮助。十多年来，与周恩来
相关的书籍的编辑出版，都凝聚着邓颖超的大
量心血。当收到周恩来的有关文稿时，邓颖超
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仔细核阅，反复核实，
及时退回。读了她退回的文稿，编撰研究人员
无不为她那种认真的精神、细致的作风和惊人
的记忆力而感动和叹服。

例如，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关于
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文
稿，由于是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
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报告的记录稿，原稿的
不少地方缺字漏字，特别是一些人名和史实不
太清楚，整理时困难不少，是邓颖超帮助核定
了不少史实，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议。编辑
《周恩来书信选集》时，邓颖超不但亲自挑选出
周恩来曾经写给她的十多封书信，而且还提供
了不少征集书信的重要线索，为编好这本书带
来了不少方便。1979年，邓颖超在核阅周恩
来关于大革命时期我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的文
稿时，两次打电话对编撰人员说，文稿中讲当
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
在北方只提于树德不够，建议加上李大钊和李
锡九两个人的名字（邓颖超和李锡九在大革命
时期都担负着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党直隶省
党部的领导工作，在推动北方的革命运动中，
共同的革命目标使他们经常接触，彼此深为了
解）。她说，那时我在北方，对北方党的情况比
较熟悉，李永声（即李锡九）的工作很活跃，他
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希
望李琦（曾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过、后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同志不要因为他是
自己的外祖父而回避，应当尊重历史史实”。

除了核阅周恩来的文稿、发言稿外，邓颖
超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纪念周恩来
的有关文章也都认真阅读，提出过不少重要的
修改意见。

1982年4月，邓颖超在接见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周恩来著作生平研究组的几位同志时
说：“你们不仅要研究恩来同志的生平和著作，
还要研究中央其他同志的生平和著作，甚至研
究党史、中国历史。你们文献研究室要注意恢
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问题。”

邓颖超在听读了《周恩来传》的部分章节
后，在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人员的信中
指出：“你们在写周恩来时，对他既不要颂得过
高，也不要贬，应当实事求是。”她在阅读《艰难
而光辉的岁月》一文后，给研究室工作人员写
去的信中指出，“在这篇文章中你们只写了恩
来同志保护党内干部，却忘记了写他还大量地
保护民主党派人士、爱国人士和其他一些知名
人士。我几次外出碰到一些同志，他们都向我
谈起如何受到总理保护才被解放”“从统战工
作考虑，对大批党外人士的保护，这也是个很
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写上较为妥当”。

邓颖超的这些言谈举止突出表现了老一
辈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坦荡、实事求是、不居功、
不图名的思想作风，令人肃然起敬、由衷钦佩。

杜衍是宋仁宗时期颇负盛名的贤相之一，

资历深，口碑好。庆历七年（1047），杜衍上书

请求挂印退休，得到了宋仁宗的批准。

杜衍为政清廉，平时从不营殖私产，以至于

退休后连几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只好寄居在

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回车院。宋代各地

都建有回车院，有的作为官员卸任后等待接任

者到来的临时住所，有的作为驿站之用，相当于

官员招待所。杜衍在回车院一住就是十年，吃

住简陋，寄人篱下，却从无抱怨。杜衍不好酒，

即便有客造访，也只是“粟饭一盂，杂以饼饵，他

品不过两种”。简简单单，丝毫没有玉食笙歌的

做派。杜衍一向为人低调，退休后的他，更是朴

实如田夫野老，有人劝他着居士服，他却说：“老

而退休，哪能以高士自居呀！”他或出游，或读

书，或吟诗，还开始练习草书，追求精神的丰满，

不追求物质的奢华，过着清贫自乐的生活。

然而，低调做人的杜衍，在退休的日子里却

发生了两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据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记载，一次河南府

（今河南洛阳）举行宴会，作为退居二线的老领

导，杜衍应邀出席。酒席筵前，习惯于不事冠带

的杜衍，戴着居家便帽，穿着深色便装，端坐一

隅，默不作声。

事也凑巧，河南府尹有事出去一会儿，府里

的差役又不认识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老宰相，

这时，门口的差役报本路运勾到。当时的路相

当于现在的省，河南府隶属京西北路，运勾是

“转运使司勾当公事”职务的省称，为京西北路

转运使司属官，相当于财政或税务厅领导，官不

大，实权大。于是，大家纷纷起身，向这位财神

爷打招呼、套近乎。

运勾是个年轻人，靠长辈的恩荫当上了转

运使司官员，少年得志，职务不大脾气却不小，

见一糟老头既不打躬也不作揖，像钉子一样钉

在凳子上不动，不禁火冒三丈，厉声问道：“足下

前任甚处？”杜衍头也不抬，轻声回答：“同中书

门下平章事（宰相）。”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年轻的官员顿时面红耳赤、呆若木鸡。

还有一次，一位名列前茅的新科进士，被朝廷

安排到边关出任副职，路经应天府，知府王举正得

知他才华出众、年少登科，估计前途无量，便把府里

那些“牙兵宝辔旌钺”全部安排出来，为这位新贵禁

卫开路。应天府的街道上顿时热闹了起来，只见彩

旗飘飘、鼓声阵阵，场面盛大，引得老百姓驻足围

观，纷纷猜测这是哪位朝廷要员来视察呢。

正好杜衍出门归来，与新贵的队伍狭路相

逢，无路可避，杜衍便拉下帽檐儿，竖起衣领，放

慢马步，靠边让路。两个仆人也拉住马，停于路

旁。然而，新贵却因杜衍一行没有下马而十分

恼怒，没好气地问身边的随从，这是谁呀？随从

回答，这是退休宰相杜太师啊……

杜衍居回车院十年，最后逝于此处，可谓低

调开始，清苦至终。据《宋史·杜衍传》记载，杜衍

去世前留下遗言，嘱咐儿子们在自己死后不得铺

张浪费，仅以一枕一席、低小的坟墓殓葬。虽然位

极人臣，杜衍将死之时还如此低调行事，无疑给那

些一得志就忘形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

今年2月4日是邓颖超

同志诞辰 120周年纪念日。

邓颖超的一生始终自觉实践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严格恪

守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做人

处事原则，从不随意夸大和粉

饰，总是坚持“事实就是事

实”，充分表现了胸怀坦荡、廉

洁奉公、谦虚谨慎、不居功自

傲、不图名求利的优良作风和

高风亮节，堪称一代楷模。

以“支吾”为核心，产生了一大批词汇：支支
吾吾，吱吱唔唔，左支右吾，抵牾。这些词现在
常用的义项是形容说话含混、躲躲闪闪、闪烁其
词、搪塞、不敢说个利落话。这种种义项是怎样
形成的呢？过程非常有趣。
其实，“支吾”最早的原型写作“枝梧”，出自

《史记·项羽本纪》。秦国攻打赵国，楚怀王任命
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前去救赵。不料宋
义按兵不动，项羽气愤之下，砍下宋义的人头，
对众将谎称宋义与齐国联合，意欲谋反，楚怀王
暗中命令自己杀了宋义。“当是时，诸将皆慑服，
莫敢枝梧。”臣瓒注解说：“小柱为枝，邪柱为梧，
今屋梧邪柱是也。”“邪”通“斜”。支撑屋子的小
柱子叫“枝”，小柱子旁边，与“枝”一起起辅助作
用的斜柱子叫“梧”；单独的“枝”或“梧”都不足
以支撑，必须合二为一才能起到支撑作用，因此
“枝梧”连用，表示支撑、支持之意，引申为抗
拒。项羽杀了宋义，诸将慑于项羽的霸气，谁都
不敢抗拒。这就是“枝梧”一词的来历。

但是，“枝梧”或者“支吾”又是怎么演变成
说话含混的“支支吾吾”或者“吱吱唔唔”的呢？
还是要来看“枝梧”这个原始形态。前面说过，
单独的“枝”或者“梧”都无法起支撑作用，也就
是说二者都不能自主，说话含混、躲躲闪闪的样
子跟这种无法自主的形态是多么相像啊！因此
人们就把“支吾”跟吞吞吐吐说话的样子联想到
了一起，又生发出叠字的“支支吾吾”和“吱吱唔
唔”来。实在是太形象啦！
“左支右吾”意为左右抵拒，手忙脚乱，穷于

应付，也是由此而来。据《宋史·李邴传》载：李
邴是宋高宗的大臣，曾为高宗指点天下大势，其
中建议“由登、莱泛海窥吴、越，以出吾左；由武
昌渡江窥江、池，以出吾右，一处不支则大事去
矣，愿预讲左支右吾之策”。结果高宗没听他
的，倒是流传下来了“左支右吾”这个成语：左边
要用“枝”，右边要用“梧”，闹得手忙脚乱，一处
支撑不住房屋就要倒塌，狼狈之状可以想见。

至于“抵牾”这个词，是矛盾、抵触之意，原
本写作“柢梧”，“柢”
是木头的根，“梧”要
斜着把这个根给紧紧
抵住，于是引申出抵
触之意。

低调做人的杜衍
晏建怀

“支吾”为何形容说话含混
许晖

拒绝树碑立传

1976年2月22日，正在访华的美国前总统尼
克松夫妇特地拜访邓颖超。尼克松说：“我正在
想如何才能正确地纪念周总理。我相信他不会
喜欢立一个巨大人像或造一所纪念大楼。他要
的是无形的建筑，这比有形的建筑更强大。”邓颖
超说：“纪念周恩来，不需立纪念碑，搞什么仪式。
我们现在见面，对周恩来最好的纪念是促使中美
两国关系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使中美
两国人民的友谊连绵不断继续发展。”

邓颖超不平凡的经历和对中国革命事业
的重要贡献，使她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
高威望。但她从不居功，从不愿宣传自己，更
不愿有人为她写传。对于宣传个人，她总是发
自内心地拒绝：“过去革命斗争非常残酷，好多
人牺牲了，好多好的东西被毁掉了，留存不下
来。我们是幸存者，还要为自己留什么？！”她
一直视自己为一名普通的党员，也一直铭记着
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和同志。

1987年，某出版社拟出版一本反映长征
女战士的书籍，里边准备写邓颖超一篇。得到
报告后，邓颖超坚决拒绝，她严肃地说：“长征
中我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工作，不像蔡畅大姐、
康克清大姐、李坚贞大姐，她们是一步一步走

出来的，我没什么可写的。”
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

写周恩来年谱和传记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有关
邓颖超的资料，深感她作为杰出的妇女代表，其可
歌可泣的历史值得专门写一写。当向邓颖超征
求意见时，她严肃认真地给有关领导去信婉拒了。

据李琦回忆说：“她一向不同意宣传她自
己，历来反对为她树碑立传。她曾在给我的信
中这样说，你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大量的，关于
我的传记，‘恳请你们不要列入你们的工作中，
更请你们作罢’。”

直到1988年党中央批准为她写传的任务
时，邓颖超才表示：既然组织上做出决定，只好
服从。可她仍然不是很情愿，在谈到如何写她

的传记时，邓颖超不是讲自己的事迹，而是要
执笔者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做个大胆尝试，创出新的风格，写出当时
的历史环境和革命发展情况，既写成绩，也别
忘了写缺点。邓颖超多次这样讲：“要写就写
全面，不要只是颂扬。”

邓颖超晚年常对周围同志讲：“人总是要
死的，但精神万岁！”她所倡导的就是“无私奉
献、求真务实”的精神，而她一贯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客观唯真的言行举止堪称我辈楷模。正
如巴金所言：“邓大姐走了，她是一个好人，一个
高尚的人，没有遗产，没有亲人，她不拿走什么，
真正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她是一个多么不容易
做到的榜样，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

对故居复原力求实事求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要求淮安县
委将旧居处理掉。

1960年年初，淮安县委负责人刘秉衡赴
京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汇报家乡的生产建
设以及人民生活等情况。3月23日晚上，周
恩来在钓鱼台临时寓所接见，其间，对故居
的处理问题，周恩来再次严肃交代：“你们的
心情我是理解的。我的故居不要留在那里
让人参观！如果有人参观，就请他们去韶山
瞻仰毛主席的故居。我家的房子可以公用，
办托儿所、办学校，或者做生产车间都可
以。祖坟可以深埋，不要占地，不要影响机
耕，上面还可以种树、种庄稼。”

次日，忙于会议的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宴
请家乡来客，也就是四菜一汤。就餐期间，
邓颖超担心刘秉衡在周恩来要求处理淮安
旧居和祖坟问题上想不通，便耐心交代，反
复讲道理：“咱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听党中
央的。恩来是党中央副主席啊，你们要按他
的意见办，听他的。”随后，她又风趣地说：
“在处理旧居和祖坟问题上，我是新的‘夫唱
妇随’，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1982年，邓颖超在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的同志时，让其向有关方面转达意见：“思南
路不能说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故居，那是我
们到南京后，在上海建的一个活动点。当时用

别人的名义租不到房子，只能用周恩来同志的
名义，所以人们叫它周公馆。实际上，除了周
恩来外，董老、罗迈、定一、承志等同志都住在那
里，陈家康、乔冠华、龚澎住在三楼，来来往往许
多人都住过的。所以最好把名字改过来，叫它
中共驻沪办事处还是合适的。”

遵照邓颖超的意见，上海将周公馆更名
为中共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1982年4月29日，邓颖超曾经和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周恩来文稿的工作人员
专门谈过一次修复故居的问题。在谈话中，
邓颖超批评有些地方在修复他们的故居时
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她说：“恩来同志是反
对搞故居的，我也是反对的。当然中央决定
要搞别人的故居，我不能反对，但至少我可
以反对搞我们两个人的故居。我将来死后
留下的遗嘱中要说：‘这所房子是公家的，不
要做我们的故居。’”

邓颖超曾经郑重其事地嘱咐秘书赵炜
说：“将来如果修我们的故居，第一要反对，要
讲清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第二，如果一定
要搞，就要实事求是地按我们在世时的样子
搞，决不能改变，弄得富丽堂皇。”她还要求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做“见证人”。

邓颖超一再建议说：“我总想将来有个
机会，我们党搞党史的几个组织在一起研究
一下故居的恢复问题”“就我接触到的，觉得
一定要考虑怎么能够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
来搞故居的复原工作”。

从她身上，人们无不分明地看到她尊重
史实、求真务实的可贵工作作风。

教育记者报道要客观真实

邓颖超曾经为《新闻记者》刊物题词：
“《新闻记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做好新闻工
作，必须根据四项基本原则，并结合用眼、用
耳、用脑、用笔，实事求是的反映新闻，要不断
改进文风。”她还谦虚地说：“字写得不好，但
所写的几句话确是我的肺腑之言。”邓颖超的
这一题词很有针对性，无疑是对新闻工作者
的亲切教导。

1979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正在人民大
会堂江苏厅处理公务，一位与她比较熟悉的
报社记者，趁她休息之际将一篇采访她之前
会见日本朋友的稿件清样送给她审阅。

邓颖超戴上老花镜，非常认真地将这篇
题为《中秋佳节话友情》的稿件清样看完，然
后和蔼地把记者叫到身边坐下，微笑着问他：
“你说绢花能盛开吗？”

记者不明就里，立即回答：“不可能！”
“那你文章中怎么说‘人民大会堂江苏厅

秋菊盛开’呢？”记者一时语塞，脸“刷——”的
一下红到了耳根。
“你看这里摆放的秋菊都是绢制的。”邓

颖超边说边用手指着不远处的秋菊让记者
看，“我说得没错吧？”
记者连忙红着脸点头称是，暗暗钦佩：她

的头脑是如此睿智，眼睛又是如此犀利！真
是一针见血啊。

接着，邓颖超话锋一转，神情严肃地指着
稿件中的一段文字对记者说：“今天这篇稿子
总体上写得不错，反映出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
好情谊。但写会见结束前日本朋友唱歌这一
段不符合实际嘛。你文章中写日本朋友唱了
《歌唱敬爱的周总理》一首歌，可那天日本朋友
明明唱了《歌唱敬爱的周总理》和一首我们国
家的民歌，两首歌嘛。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记者一听有点儿紧张，低声说：“您是周
总理的夫人，日本朋友又非常崇拜周恩来总
理，所以我们想在报道中突出一下他和您。”

邓颖超听后看了记者一眼，提高声音循
循善诱地说：“不能因为周恩来曾经是总理，
我是他的夫人，就这样写报道，这样既不符合
实际情况，也不好。要写，两首歌的歌名都写
上，要么就只写日本朋友唱了两首中国歌
曲。想突出我，就说人家只唱了歌唱周恩来
的歌，这不对。我是人民的公仆，会见日本朋
友是我的工作。再说中日人民友好关系的建
立，是党和国家工作的结果，不是哪个人的功
劳，请你回去后立即改过来，然后再见报，而
且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最后，邓颖超语重心长地对那位记者说：

“你们做记者的写文章，一定要实事求是，每
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定
要真实、确切。”

显然，邓颖超是要求记者在报道一些事
情、人物情况时，一定注意不要臆测推断，更
不要添油加醋或随意删减，必须尊重事情的
本来面目，如实反映，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让人
看了才会信服。

邓颖超
求真典范 务实楷模

孟红

■ 晚年邓颖超在办公 ■ 邓颖超给《新闻记者》的题词


